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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对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并系统分析政府、生物科技公司、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民、消费者、科学家和社会组织间的利益关系，最后对如何协调和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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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 theory, we will define the transgenic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takeholders in China,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producers and sellers of gm products,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crops farmers, consumers, scientis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Finally, we will put forward some advices on how to coordinate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of the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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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是新兴的技术[1]，被誉为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的绿色革命的基因革命[2]。 转基因技术应用已久，早期主要应用于医药、环保、疫苗、非食品材料行业。1994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农产品—延迟衰老番茄在美国上市[3]，各国掀起轩然大波。1996年，转基因食品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当年世界范围内种植面积170万公顷。2014年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19年，世界范围内种植面积达到1.185亿公顷，比2013年增加了630万公顷，我国是转基因作物第六大种植国，710万小农户种植转基因作物[4]。转基因技术应用不仅仅涉及科学技术的范畴，其相关战略选择和政策决定还涉及诸多利益主体。因此，在公共决策中，应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并对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纠葛进行协调和平衡，使利益相关者形成科学合理的利益共同体。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并提出协调我国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的路径，为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战略选择、政策决定及风险控制决策管理提供帮助，以期推动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进程。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发端于对公司治理的理论探讨，经历了“股东为主导”和“利益相关者为主导”两个重要的理论发展阶段。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研究所(SRI)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他们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前景不仅与股东有关，还与能够影响企业发展进度与规模的个人或组织有关，比如员工、工会等。1984年，弗里曼（Freeman）在继承“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基础上，将理论升华。他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系统提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也可能在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中受到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换言之，组织目标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系到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个体和群体利益，这些个体和群体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后的30多年，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发展实践中被不断地总结和完善，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具体而言，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核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织所有者的定位。组织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广义上的投资，包括无形投资和有形投资，因此，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个人或某个团体所有，而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有。第二，组织存在的目的。既然组织的所有权归属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其存在的目的便是最大效率地为各利益相关者创造收益。第三，组织决策的模式。组织存在的目的是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决策中须由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与，并听取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第四，组织收益的内容。利益相关者模式下，组织收益不仅仅指经济收益，还包括对各利益相关者的伦理责任、法律责任等的考虑。
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不断被充实和发展，利益相关者的核心思想被各学科学者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其早已超脱出最初的公司治理范畴，如今已是被广为接受的媒体舆情分析、旅游管理等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相关者

2.1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是能够影响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前景或者会受到转基因技术应用前景目标影响的个人或组织，具体包括政府、生物科技公司、转基因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民、消费者、科学家、社会组织。按照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理论，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为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项目、范围等内容应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决策。通过考察各利益相关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影响及被影响程度将其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和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政府不仅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承载体，也是实际执行体。政府代表公共权力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有权实施转基因技术发展战略布局，制定转基因技术评估、检验检测、监督等政策与法规，对个人或组织申请转基因技术应用有权进行审批、考核与监督。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与转基因食品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一段时间内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规模与速度。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决策不但能够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还促使国家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因此，政府是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生物科技公司掌握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主导转基因技术研发，并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进行检验，为政府的转基因技术应用决策做科学的支撑。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生物科技公司具有市场化的特点---逐利性，公司期望其研发的转基因技术能够尽快投入生产经营，以收回高额研发投入，并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最大收益。如果转基因技术应用受阻，生物科技公司的收益将大大受损。因此生物科技公司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转基因产品是将通过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的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原材料生产加工而成的产品。与生物科技公司相同的是，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希望将产品通过市场交换取得盈利，转基因技术应用受阻同样会影响转基因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收益。因此，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也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农民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直接接触者，受到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影响很大。转基因作物具有比传统作物明显的优势。转基因技术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不但减少农民接触杀虫剂的机率，还可以使作物品质更好，并增加农民收入。截止到2014年，我国有710万农民从种植转基因作物中获利162亿美元[4]。除了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外，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还可以节省农民劳动时间，减少劳动量。因此，转基因技术应用中，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民是其核心利益相关者。
消费者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最后承受者。最令消费者关注的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品是否对人体健康带来风险[5]。换言之，消费者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社会评价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发展转基因产业的重要参照，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接受度取决于其感知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品的风险性和获益度之间的权衡，例如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是否能改善现有的生活水准，是否提高人体健康水平，是否能降低产品价格等。
现代科技具有细分化的特征，转基因技术是非常前沿的科技。在该领域里，科学家具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较高的职业素养，能够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各种技术问题。整体而言，科学家是一个中立的群体，他们具有对人类和社会深切的关怀和悲悯情怀，比较多地关注人类与社会的发展，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并能够准确分析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利与弊。即使有个别科学家的违背科学规范和职业道德的行为，但不能代表整个科学家的队伍都是如此。科学家并未从转基因技术应用中获得直接利益，也不会过于影响转基因技术应用。因此，科学家是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社会组织是为了共同目标结合的非政府组织，与转基因技术应用利益相关的社会组织中最为著名的是绿色和平组织。但因为社会组织没有切实的权力，无法真正左右转基因技术应用，而转基因技术应用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影响亦不大。因此，社会组织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2.2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析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各利益相关者站在自身角度和立场对转基因技术应用评价，评价结果呈多元化，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需求形成错综复杂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利益关系。
(1)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影响重大，目前我国政府发展转基因技术应用受到牵绊
政府的关切点是国内的经济平稳、民生安乐、生态和谐。政府期望通过转基因技术应用提升国内农作物产量和质量，有效解决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粮食安全、粮食主权问题，并通过扩大贸易出口增强经济能力，提升国力。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国内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规模。比如，美国政府认为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于是，1997年在国内推广种植转基因玉米，至2010年美国转基因玉米占美国玉米总产量的86%[6]。2011年，美国转基因玉米产量占全世界的32%[7]。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持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欧盟则在发展转基因技术应用中非常谨慎。2011年，全球范围内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总数1.7亿公顷，欧盟仅有9个国家种植114.525公顷[8]。
目前，我国政府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步伐受阻。一方面阻力来自国内科学家、社会组织出于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担忧而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消费者亦非常抵触；另一方面阻力来自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渎职，具体包括因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被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输送的利益俘获和政府在其他管理工作中的腐败。由于内外部因素导致转基因技术应用受阻，使得政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解决经济、民生和生态环境问题。
(2)生物科技公司不遗余力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目前我国生物科技公司以短期利益为主，竞争实力较弱
显然，生物科技公司极其欢迎政府的支持转基因推广决策，因为政府的决策能够使生物科技公司发展转基因技术获得政策支持，将技术尽快投入市场从而获得较多利益。同时，生物科技公司的科技研究结果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技支撑，当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成果及其相关实验论证和社会调查结果存在主观性是极有可能的。生物科技公司不但是转基因技术研发者，也是推广者。转基因技术的研究通常首先是在生物科技公司的推动下着手的，生物科技公司将研发技术申请专利，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他个人或组织如需使用该技术，必须向公司支付相关费用。掌握世界先进转基因技术的生物科技公司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获利颇丰，如世界上三大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先正达、杜邦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转基因技术专利，2011年三大公司使用种子绝育的技术手段掌握了世界上近70%的种子销售业务[9]。2011年，仅孟山都一家公司就控制了印度90%的棉花种子市场，造成当年印度棉花价格大大增涨[10]。为了获得巨额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在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上不遗余力。在全球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及转基因产品议论纷纷的当下，生物科技公司通过撰文、发表声明、赞助社会调查和会议讨论等方式试图向公众解释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尽管如此，仍有公众不相信生物科技公司的片面之词，他们认为生物科技公司所谓的解释都是站在自身立场的，社会调查和会议讨论是由生物科技公司赞助，自然由其操控话语权，调查结果和会议讨论结果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生物科技公司的营利性决定了其生存的价值在于追求更多的利润而忽略社会责任，比如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风险、基因漂流导致的生态污染等。 

在我国，由于转基因技术应用产业链条还未完善、以农民小规模经营为主、国内种子市场条块分割的原因，转基因技术应用率较低，因此，生物科技公司普遍以短期利益为主，缺乏长远战略的目标。在国际竞争中，我国生物科技公司竞争实力较弱，尤其和美国的生物技术应用的抗衡中趋于劣势。为了增强竞争实力，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生物科技公司可能会寻求国际合作，也许侧重销售、流通。
(3)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欢迎转基因技术应用
同样，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也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拥护者。因为转基因产品相对传统产品有明显优势，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可观，能为生产者和销售者带来更多利益。市场经济中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很多，比如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必然带有逐利性的特征，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将转基因产品销售获得利益，会忽略这些对公众的身体健康及生态与社会风险。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不遵守法律规定标识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比如，欧盟立法（2001/0180/COD）规定，任何食品或原料中包含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必须被标识，以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但是这种身份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以转基因作物为例，每吨的成本中增加5%--25%[11]，因此很多生产者和销售者为节省成本，或为了不影响销量，不愿标识。曾有学者对北美消费者调查发现，尽管消费者强烈呼吁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并将该意愿反馈给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但从未得到有效回应，因此消费者内心得出一个结论，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口口声声说消费者拥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但都是花言巧语，实际行动上并未落实，与消费者的期待形成强烈反差[12]。
在我国，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追求商业化利益永远是主要目标。利益的动力促使生产者和销售者通过成本低利润高的转基因产品获得，换言之，转基因产品深受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欢迎。
(4)种植转基因作物能够使农民获益，但由于农民受自身素质所限及外部环境影响，农民利益容易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生物科技公司和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排挤
从目前研发的转基因种子的种植效果来看，同等面积相同条件的土壤，种植转基因作物将获得更大产量，能够减少使用有害农药和杀虫剂的必要性，还能节省劳动时间和节省人力，因此广受农民的欢迎。例如，美国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无论从面积和操作技术上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截止到2011年6月，美国农民种植的大豆中90%是转基因的，75%的棉花是转基因的，80%的玉米是转基因的[13]。转基因作物比传统作物的优势一目了然，其潜在的风险还未可知，而且农民并未将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作为重要考虑，他们最关心的是同等面积相同条件的土地的作物产量增长多少，是否能减少有害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从而以更小的人力财力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国农民由于自身的科技知识储备不足，受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普遍较低[14]。因此，农民的关切点是种植转基因作物能否减少投入并获得较多收益，农民重视短期效益，对人体健康、生态风险和国家贸易发展的意识较淡薄。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制度与政治的保障供给，农民权益极易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排挤和吞噬。
(5)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及产品认知不科学，抵触情绪严重
消费者没有政府的高瞻远瞩，也不具有科学家的专业背景，一边是政府和生物科技公司宣传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优点，另一方有反转人士的强烈反对。因此，消费者始终处于迷乱和混沌状态。在双方激辩未有定论之时，消费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在心理有了预判，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有抵触心理。消费者在选购商品与其经济收入有很大关联，经济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比较注重质量，而经济收入较低的消费者首先解决温饱。转基因产品相对传统产品价格低廉，因此受到经济收入低的消费者的欢迎。实际上，这是收入低的消费者做出的被动选择。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核心利益相关者中，政府与生物科技公司处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主导地位，农民与消费者处于劣势。

由于普通消费者不具有生物科学专业知识，因此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认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认知可能与真实情况有误差，甚至相距甚远。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的转基因技术应用接受程度的研究来看，大多数消费者有排斥心理，部分消费者甚至将排斥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心理以指桑骂槐式的情绪宣泄出来，将矛头直指政府和生物科学家。尽管政府与专家一再的解释经反复试验批准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对人体无害，仍不能打消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
(6)整体科学家的利益淡化，其立场客观，由于我国部分科学家自身原因和外界的抵触使得科学家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未充分发挥出来
相较于政府、生物科技公司、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农民和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关切程度而言，科学家基于特殊的价值观有着对人类与社会的悲悯情怀，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不具有自身的利益或利益淡化。相对而言，科学家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看待转基因技术应用。事实上，科学的专业性要求转基因技术应用必须由科学家来解释。美国有学者曾对美国各界人士和组织做过一项关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信用体系的调查问卷，受访者普遍认为，科学家相对值得信赖，政府、食品生产商和销售商不能信赖。[15]此项调查说明，在美国，科学家的形象趋于正面，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迷乱中的公众有意愿倾听科学家的解释，以视正听。
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争议越来越激烈的时刻，我国科学家的声音有日渐弱小之势。究其原因，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争议中参入了外界更多的声音。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不具有转基因技术专业背景的知名公众人物的不恰当评论等误导公众的视听使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也有少部分科学家对人类与社会的过度关注可能演变成过度谨慎，致使转基因技术应用踯躅不前。与此同时，科学家还未充分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科技新闻参与少，呐喊少，忽略了科普责任，不能够自觉地科学理性地向公众解释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原理、前景、转基因技术试验环境及流程、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中风险防范及管理。
(7)社会组织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非常谨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受限，没有独立的权力，则话语权较弱。
社会组织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但是这类组织有宏远的明确的价值目标，即保护地球生态和人类健康，因此该类组织有着异常审慎的态度，反对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实践，并对目前转基因技术已经应用的领域忧心忡忡。依照社会组织的观点，目前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给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社会带来什么风险还未可知，如此冒险行为将把人类带入一个不可知的危险境地。此外，还有一些宗教和文化组织认为转基因食品是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不是通过天然的方式制作出的东西是违背天性[1]。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价值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其经费来源被政府和企业绑架，独立性不强，以至于社会组织在连接政府、企业、农民和消费者间的沟通与交流的作用发挥不足。
3  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协调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各利益相关者站在自身立场评价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的多元决定了社会评价的多元。理性认知能够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反之，情绪化认知会成为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巨大障碍。在多元化的社会关系中，一个利益相关者难以实现利益最优效果，需要兼顾多元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要求协调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达到整体利益最优效果。因此，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只有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评价，才能达到利益相关者最优化，并有助于转基因技术应用健康和谐发展，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3.1  政府担任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主导角色
为使各利益相关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达成科学合理一致的社会评价，需要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角色，它可以借助公共权力和法律制度使各利益相关者间形成平衡的利益关系。因此，该角色非政府莫属。在国家发展转基因技术过程中，政府应有良好的形象，并有较高的公信力。近年来，我国政府腐败兴盛，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政府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行为受到公众的质疑和反对。为了提升政府形象，政府须清除腐败现象，保持公正廉洁。
3.2  利益相关者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决策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决策对利益相关者有重要影响，为了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决策中，这就需要搭建一个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参与的平台。政府作为转基因技术应用协调机制的主导，应鼓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中，并培育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环境。比如，召集利益相关者为转基因技术应用建言献策，召开由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决策会议，分析并可能采纳利益相关者的建议和意见。由于利益相关者总是站在自身立场看待转基因技术应用，难免有失偏颇，影响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进程。因此，政府和科学家还应向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科学普及，使其他利益相关者科学理性认知转基因技术应用。
3.3 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
转基因技术应用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科学技术，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生物科学家和生物科技公司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因缺乏专业知识，参与应用过程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加之反转人士的激烈言辞致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抵触情绪严重。因此，政府和科学家应鼓励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中实施监督。政府还应制定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序，包括参与人员的限定、参与方式、权利边界。政府为各利益相关者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提供条件，比如开展座谈会、科普课堂、邀请参观试验过程等行之有效的方式，力求使各利益相关者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诉求，积极进行利益沟通和利益协商，并有效获得利益补偿。
3.4  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须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的机制，政府、生物科技公司、农民种植户代表、消费者代表、科学家、社会组织在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中共同参与到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政策决定和战略实施，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具体而言，政府的权力寻租行为须被监督；生物科技公司和部分科学家被物质、职称和荣誉等利益捕获等行为须被监督。
参考文献：
[1] A. S. Bawa & K. R. Anilakumar.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safety, risks and public concerns—a review[J]. Food Sci Technol (November–December 2013) 50(6):1035–1046.
[2] Pingali P, Raney T.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 to the gene revolution: how will the poor fare? [DB/OL]. ESA working paper no.05–09.www.fao.org/es/esa.17p.2005.

[3] Holdrege, C. Should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be labeled?[M]. Ghent, NY: The Nature Institute. 2002.
[4] Clive James.2014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5,35（1）:1-14.
[5] Martinez-Poveda A, Molla-Bauza MB, Gomis FJC, Martinez LMC. Consumer-perceived risk model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 Spain[J]. Food Policy.2009,(34):519–528.

[6] Hamer H, Scuse T. 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NASS),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Board,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creage report[R]. NY. 2010.

[7] Clive J. Global status of commercialized Biotech/GM crops[R].ISAAA Briefs 43.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Ithaca.2011.
[8] Inese Aleksejeva. EU experts’ attitude towards use of GMO in food and feed and other industries[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10 ( 2014 ) 494 – 501.
[9] Vandana SV, Barker D, Lockhart C.  The GMO emperor has noclothes—a global citizens report on the state of GMOs, synthesisreport[DB/OL]. Navdanya International.
http://image.guardian.co.uk/sys-files/Environment/documents/2011/10/19/GMOEMPEROR.pdf.2011.
[10] Vidal J.(2011b) GM crops promote superweeds, food insecurity and pesticides, say NGOs. Guardian.co.uk, 19 October 2011.
[11] NERA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es) .Economic appraisal of options for extension of legislation on GM labeling: A final report for the food standards agency[R]. May, London.2001.
[12] Chris MacDonald Melissa Whellams. Corporate Decisions about Label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 75:181–189.
[13]Unite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e NASS June Agricultural Survey[R]. 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Washington, DC. 2011.
[14] 徐家鹏，闫振宇.农民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及转基因主粮的生产意愿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0（11）：142-148.

[15] John T. Lang. Elements of public trust in the American food system: Experts, organizations,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J].Food Policy. 2013(41): 145-154.
作者简介：

霍有光（1950.8-），男，甘肃天水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食品安全管理。

于慧丽（1979.11-），女，山西运城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食品安全管理。
